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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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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心理授权

与领导—成员交换在其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基于 8 家创新型企业的 366 个个体有效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bootstrap 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授权和领导—

成员交换在两者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且领导—成员交换的单独中介效应高于心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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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九好集团借壳上市的财务造假事件，万达集团

高管为企业争取改制好处的行贿事件，以及大众集

团内部工程师碳排放检测作弊事件等商业丑闻事件

不断曝光，组织伦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

组织而言，道德风险几乎都产生于组织内部，源起于

个体非伦理行为的传播，个体伦理行为的管理价值

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焦点。在以往研究中，

个体非伦理行为大都被定义为组织成员的报复或私

利行为 [1]。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组织员工的不

道德行为并非完全利己，还为了组织获益[2]，比如篡

改财务数据来提高组织股票价值、贿赂官员来对抗

竞争对手的主动性行为，还有向公众隐瞒公司负面

信息和向客户隐瞒产品缺陷的不作为行为。这种

“员工所有意行使的，违反社会道德准则，但却有利

于组织的不道德行为”被Umphress等命名为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3]，并正式带入组织行为学领域，得到广泛

探讨。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双重属性，其亲组织性，

会暂时给组织或组织成员提供一些益处，容易被组

织忽视甚至默许；其不道德性，会使其最终偏离起

初意图并产生一定伤害，进而阻碍企业的长远发

展[4-5]。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道德风险使其有必要深

入探究其成因，从而针对性地进行干预。目前亲组

织非伦理行为形成原因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社

会交换和道德认知的角度进行[3-9]，且证实具有建设

性的变革型领导[4-6]、伦理型领导会使得组织成员做

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7-10]。那么在新经济背景和管理

情境下，一种强调授权、赋予员工自主权、激励员工

内在动机的授权型领导是否也会激发员工的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而给企业带来伦理风险[11]？授权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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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授权型领导在增强员工组织承

诺、工作满意度以及实施挑战性角色内（外）行为意

愿的过程中，员工的心理授权（psychological empow-

erment）都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12-13]。心理授权是

个体内心不断增长的一种内在动机[14]，而自主性的内

在动机可以影响下属对领导和组织的态度，从而影

响其行为，并进行额外表现[15]。为此本文突破亲组织

非伦利行为研究的特定视角，启用自我决定理论，探

讨心理授权在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之间的中介作用。另外，在中国情境中研究领导行

为，不能忽视人际角色规范和互惠策略[16]，尤其是领

导与下属的关系问题。领导—成员交换（lead-

er-member exchange，LMX）是考量上下级关系和互

惠规范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会使

员工有更强水平的组织承诺[17]，在组织中愿意承担更

多的责任、表现出更多的角色内和角色外行为[18]，且

互惠动机是激发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重要条件

也得到了大量验证[3-8]。为此，本文结合社会交换视

角，尝试探究领导—成员交换在授权型领导与员工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整合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交换

理论，从心理授权和领导—成员交换入手，探讨授权

型领导对组织成员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作用机制以

及不同作用路径的影响程度差异。关注授权型领导

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一

方面可以填补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关系研究的理论空白，另一方面可以引起组织对领

导授权附能产生道德风险的重视与控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在日益激烈和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下，以及组织

结构扁平化、员工自主性需求提高的管理情境下，授

权型领导成为备受关注的领导方式。授权型领导是

通过向员工强调工作的意义、提供更大的决策制定自

主性、表达高绩效的信心以及排除绩效障碍等方式实

现同员工分享权力的领导风格，其深刻影响着员工的

心理经历和行为[19]。基于“授权”理解的不同，学者有

从2个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一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强

调领导授予下属权利的行为和管理实践，这种客观的

授权行为被称之为“情境授权”[20]；二是站在员工角度，

关注员工对授权的感知和其内在动机水平的变化，这

种主观心理状态被称之为“心理授权”[14]。随后出现2

个视角融合的趋势，既强调权力的授予以及工作责

任的分配，也强调激发下属的动机状态来影响员工

的态度和行为[11]。在授权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有

学者指出授权型领导不仅会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

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诺水平，增强其实

施挑战性角色外行为的意愿 [12-13]，还会因加大员工

工作压力、使员工过分自信或自恋而对组织产生负

面影响[21]。为此，本文尝试探究领导的授权附能是否

会偏离其预期，而给组织带来道德风险。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不道德行为的特殊类型，

最 早 由 Umphres 和 Bingham 提 出 [3]，Umphress 和

Bingham在原来概念界定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完善[5]，

指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个体做出的能促进组织有

效运作或其成员有效工作的，同时又违反核心社会

价值、道德习俗、法律及正确行为规范的故意行为。

该行为有 3个边界条件：首先，该行为是一种自愿故

意行为；其次，该行为的判断依据是行为的出发点而

非结果；最后，如果个人行使该行为的初始动机只是

为了个人私利，即使该行为同时对组织或组织成员

产生了益处，也不属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的亲组织性，会暂时给组织或组织成员

提供一些益处，已不是基于狭隘功利主义解释的自

我为中心的行为 [22]，当然该行为也并非对自己没有

任何的好处。尽管该行为出于使组织或组织成员获

益的目的，且会给组织或组织成员带来一定的利益，

但该行为终究是不道德的，最终会偏离其起初意图，

使得行为实施者感到自责而产生认知失调，使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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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声誉和法律地位受到破坏而阻碍组织持续发展，

具有道德风险[4-5]，因而有必要探究其成因并进行干

预。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个体、领导、组织及外

部环境层面对例如销毁有损公司声誉重要文件、夸

大宣传公司产品或服务等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进行

调查和验证。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将亲组织非伦

理行为视为交换关系 [3-8]、组织认同和道德推脱的

产物 [6-7,9]，视角存在局限。依据员工角色外行为还出

自于自我认知及自我决定的观点，本文启用自我决

定理论并结合社会交换理论，尝试探究中国情境下

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作用机制。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可知，外部环境促进个体内

部动机及外部动机内化，从而影响有效工作路径；若

个体在完成角色内任务要求，并无法满足其自我决

定需要时，便可能产生“补偿”心理，通过角色外行为

来变相获得自我决定感[23]。不同于传统领导方式强

调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授权型领导赋予下属权力，

营造灵活工作环境，致力于开发员工自主工作能力，

提升了员工对工作的控制感和自我决定感[24]。权力

的获得还会让员工过度自信或自恋 [21]，更加乐观地

评估风险[25]，在自我决定需求无法满足时，主动做出

超出职责范围的努力 [23]。因而在授权型领导下，组

织成员行使出于使组织或同事获益但具有道德风险

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更高。

社会交换理论有指出个体通过相互交换和帮助

来实现互惠，领导能够通过领导与员工的社会交换

过程来影响员工行为 [26]。即授权型领导下放权力，

给员工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机会，增强了下属与领导

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 [27]，从而激发了员工的互惠

动机 [28]。互惠动机是个体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的

重要诱因[3-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授权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

1.2 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

心理授权的概念首先由 Conger 等提出 [29]：定义

为一种提高自我效能感的过程。Thomas等指出[30]，

授权应当是个体体验到的心理状态或认知的四维结

构，包括反映个体对其工作角色定位的 4种认知：工

作意义、胜任力、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影响力。工作意

义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工作目标的价值判断；

胜任力指的是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

完成工作任务的信念；工作自主性是指个体对工作

掌控能力的感知；工作影响力是指个人工作对组织

结果差异的影响程度。领导的授权行为是激发员工

心理授权的主要途径，员工心理授权是连接授权型

领导行为与员工表现的重要桥梁[11-31]。

在心理授权研究中，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

nation theory，SDT）是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由美国

学者Deci等在 20世纪 70年代末提出[32]，该理论指出

任务的激励效果不是由任务活动的客观特征决定，

而是由任务活动赋予人的心理意义所决定。该理论

根据自我的整合程度不同，将个体动机分为内部动

机、外部动机和无动机3种类型。其中内部动机是指

人们因活动本身兴趣驱动而从事某行为；外部动机

是指人们为了获得某种外部结果才去从事一项活动

的倾向；而无动机状态是指不存在动机激发状态。

外部动机分为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和整合

调节[33]，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机因为更多的

自我决定而被称为自主性动机[34]，是一种内在工作动

力。心理授权便是个体内心不断增长的一种内在动

机[19]。心理授权水平较高的个体认可自己工作价值，

相信自己可以胜任工作并达到期望绩效，也相信自己

工作会对组织产生重要影响[19]，会不断寻找机会来提

高绩效[35]。而且，当员工拥有高水平的心理授权时，其

自主性的内在动机高，倾向于自我决定工作的形式、

方向、努力程度和持续时间[29-30]，甚至挑战性地实施复

杂工作行为[15]。另外，内在动机高的个体会对自己的

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更为积极的知觉或体验[32-36]，以

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潜在道德危害知觉不够或

过于积极。Lee等的研究也有提出[37-38]，高心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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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工做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高。结合以

上论述，可见心理授权在授权型领导和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心理授权在授权型领导和员工亲组织非伦

理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3 领导—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

领导—成员交换(LMX)是 Graen 等学者基于社

会交换理论和角色承担而提出的[39]，是指上级与下级

之间在有用资源与感情支持方面的交换程度，是衡

量上下级关系质量的重要构念。在“关系导向”著称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领导—成员交换是理解中国社

会结构和中国人心理、行为的核心概念，其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作为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产出之间的心

理作用机制的一种代表[40]。在工作场所中，员工会依

据领导所展现出来的行为表现来推论上下级之间的

关系特征[41]。

授权型领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也是一种社会交

换过程。就授权型领导的授权方式而言，领导者为

员工提供一定的决策权且阐明工作意义，员工的参

与度提高，而员工参与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具有

显著的关联性[42]。再就是授权型领导倾向于对下属

表示高绩效信心，帮助下属排出绩效障碍，这种支持

和信任授权也会使得员工形成对领导积极的情感交

换，感知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43]，展现更高水平的忠

诚。再者，已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授权等领导行为

维度有利于领导与下属之间积极情感的建立，进而

形成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44]。

感知到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成员往往

拥有着较高的归属感、责任感和组织承诺[17-18]，作为

反馈和回报，员工将展现出更高水平的工作绩效和

角色外行为。与此同时，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紧

密程度会影响着双方在关系中承担风险的大小，与

领导有高质量交换关系的个人更加信任领导，深知

自己可能享有雇佣合同之外的特权和庇护[8-42]，心理

安全感高，为组织承担责任或是道德风险的意愿也

会更强，做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高。高质

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预

测作用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 [8]。因而可知，领

导—成员交换是授权型领导与下属亲组织非伦理行

为关系中重要的传导机制，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领导—成员交换在授权型领导与亲组织非

伦理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4 心理授权与领导—成员交换的连续中介作用

领导授权是一种发展性投入，传递了组织对员

工进行投资的重要信号，心理授权便是员工对这种

授权的一种认知，这个认知过程直接影响着员工对

情感的投入和行为表达的力度[30]。具体而言，领导将

权力与员工分享并提供其信息和资源渠道，当员工

感知到权力授予、认可自己工作的价值并认为自己

可以胜任和自由掌握工作时，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高，

也会更加地认可领导和认同组织[45]，与领导和组织有

着积极的情感交换，关系需求易得到满足。关系需

求的满足可以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而且关系需求

的满足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安全感的获得，安全感使

得员工在工作场所的顾虑有所减少[46]，对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会有着更加乐观地评价。另外，已有研究

表明，员工在工作中心理授权水平与感知到的领导

—成员交换质量有积极的相关关系[47]。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强调的互惠规范，与领导有

着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员工认为自己有责

任推动整个组织的发展，甚至愿意为组织作出超出

职责要求的行动，以期望能够在交换中实现互惠、回

报的责任[48]，特别是在产生贡献行为时，不计较个人

的得失[49]。因而，也就可能做出会使组织或组织成员

获益或者避免损失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因此，结

合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授权型领导可以通过员工心理授权，进而影

响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感知，最终影响员工的亲

组织非伦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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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于 2017年 8月—2017年 10月进行调研。

研究样本为南京、上海、苏州、广州4地的8家创新型

企业的在职员工，行业领域主要包括专业服务、医药

卫生、信息产业等。在问卷调查前，研究人员在样本

企业进行访谈工作，了解到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由于

亲组织性易被组织忽视甚至默许，但仍存在一定的

普遍性。本研究和以往研究的做法一致，依然采用

焦点个体自我报告法[3]，测量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

为意图，并在 2个不同的时间点使用问卷收集数据，

第一次调研收集授权型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的

数据和个人背景信息，然后进行编码，间隔 1 个月

后开展第二次调研，配对收集心理授权和亲组织非

伦理行为的数据。在问卷正式发放前，研究人员向

受访企业员工着重强调整个调研过程的保密性、调

研结果的学术性用途以及作答的如实性，并对填写

问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在整个调研过程中，

除广东 1 家企业采取委托企业管理人员现场发放

并回收纸质问卷，研究人员主要现场发放并回收纸

质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填写完毕后，研究人员及

时对调研问卷进行回收和密封。此次调研共发放

问卷 482 份，收回 40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

效问卷 366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67.95%。

根据问卷客观题的结果，员工样本的人口统计

有如下。其中，性别方面，男性占 42.57%，女性占

57.43%；学历方面，高中或高职及以下的占1.49%，专

科的占 7.43%，本科的占 54.46%，研究生及以上的占

36.63%；职位方面，一般职员占 61.39%，基层管理者

占 19.8%，中层管理者占 13.37%，高层管理者占

1.49%；平均工作年限为6.77年（SD=0.954）。

2.2 测量工具

本文中所采用的量表都是国外已经过实证检验

的成熟量表，这些量表均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并

在中国情境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保证测量量表

的有效性，问卷中的所有题项都是通过回译的方法产

生。具体过程为：首先，由 2位管理学专业的博士生

分别将所有问卷题项均翻译为中文，并对不一致的地

方进行讨论并协商达成一致；其次，将中文的量表请

其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学者回译为英文，比较回

译的英文和原始的差异，并对中文题项进行调整；第

三，讨论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差异，并确定最终版本。

问卷中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1~5表示同

意的程度，1 表示“完全不同意”、3 表示“不确定”、

5 表示“完全同意”。各变量的量表来源和信度如下。

授权型领导测量采用的是 Ahearne 等开发的包

含12个题项的问卷[19]，其中包括增加工作的意义、培

养参与决策、对高绩效表达信心和从官僚等级限制

中提供自主性 4个维度，由员工自评。示例问题如：

“我的主管帮助我了解我的个人目标与公司目标的

关系”。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16，这表

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心理授权测量采用Spreitzer编制的问卷[14]，这个

问卷的中文版本是由李超平等于 2006年首次使用，

该量表由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响

图1 本研究理论模型

心理授权

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授权型领导

领导—成员交换
H4

H2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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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维度的 12题项构成，由员工自评。示例问题如：

“我自己可以决定如何来着手来做我的工作”。该量

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 0.879，这表明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领导—成员交换测量采用 Graen 等编制的包

括 7 个题项的问卷[50]。示例问题如：“一般来说，我很

清楚我的上司是否满意我的工作表现”、“我的上司

相当清楚我在工作上的难题和个人需要”等。该量

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 0.914，这表明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测量采用Umphress等开发的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量表[3]。在问卷正式发放前，通过

访谈将量表题项向企业主管和员工进行问询，得到

了“如果有必要，我会向其他公司推荐一个不能胜任

工作的同事以使其成为其他公司的麻烦”在中国企

业较少发生的结论；对问卷收集回来的数据进行内

部一致性检验和 CITC 检验，结果显示总体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809，“如果有必要，我会向其他公司

推荐一个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以使其成为其他公司

的麻烦”题项修正后的项与总计相关性为0.179，指标

值偏小，且删除项后的Cronbach's α值为 0.843，显著

增加了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因此有必要剔除该

题项，最终采用 5个题项。示例问题如“出于公司利

益考虑，我会隐瞒事实以使我们公司看起来更好”。

5 题项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 0.843，这表明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控制变量。已有关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研究

显示，人口统计特征和工作相关特征可能会对个体

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学

历、工作职位、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

2.3 同源方差检验

由于一份问卷的题项均由一人填写，尽管采取

了严格的程序控制，但仍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用SPSS22.0对全部问卷题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

析，结果显示，从各变量中分离出未旋转的公因子，

得出最大特征根的因子占所有因子总载荷量的

38.97%，未占到总解释方差量的50%，表明本研究的

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可以进行统计研究。

3 研究结果

本文用 SPSS22.0 和 MPLUS17.0 进行统计分

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变量间的区

分度；其次，通过相关分析描述样本情况与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最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差纠正

的Bootstrap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对变量数据作正态概

率图，结果显示数据点较均匀地分布在正态分布趋

势线周围，说明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在验证假设之前，本研究先采用MPLUS17.0软

件对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本研究的

测量模型(即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领导—成员交

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4 个潜变量)是否具有良好

的拟合度，并将模型拟合指数与其他备选模型进行

注：N=366；“+”表示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

模型

四因子模型模型4：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
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三因子模型模型3：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
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二因子模型模型2：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
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单因子模型模型1：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
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χ2

1708.19

2079.04

2334.66

2753.28

df

588

591

593

594

χ2/df

2.91

3.52

3.93

4.64

CFI

0.93

0.91

0.90

0.86

TLI

0.92

0.89

0.87

0.86

RMSEA

0.075

0.089

0.100

0.115

SRMR

0.056

0.071

0.075

0.084

表1 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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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

（χ2/df=2.91， CFI=0.93， TLI=0.92， RMSEA=0.075，

SRMR=0.056）达到了良好的拟合程度，且与备选模型

相比拟合效果更佳，4个变量的结构效度较好，可进

行下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

见表2。可以看出，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

为（r＝0.276，p＜0.01）、心理授权（r＝0.665，p＜0.01）、

领导—成员交换（r＝0.672，p＜0.01）都显著正相关。

心理授权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r＝0.319，p＜0.01）呈

正相关关系；领导—成员交换与亲组织非伦理行

（r＝0.362，p＜0.01）、心理授权（r＝0.676，p＜0.01）呈

正相关。相关分析的结果初步说明了变量间如假设

所述的关系，这也为进一步数据分析提供了依据。

3.3 研究假设检验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主要有 3类：因果步骤法、

系数差异法和系数乘积法 [51]。Mackinnon 等的模拟

研究发现系数乘积法的统计功效优于因果步骤法和

系数差异法[51]，且发现系数乘积法中的偏差校正的百

分位Bootstrap法提供了最准确的置信区间估计，统

计功效最高。Bootstrap 法不需要正态分布假设，估

计中介效应区间也不需要标准误，只要中介效应的

区间不包括 0，就表示该效应显著。因此，本研究运

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MPLUS17.0，采用方差极

大似然法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结构方

程模型的各个参数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首先，为了验证假设 H1，以授权型领导为自变

量，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1。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χ2/df＝2.85<3，CFI＝

0.93，TLI＝0.92，RMSEA＝0.075，SRMR=0.055），授

权型领导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显著（β＝

0.310，p<0.001）。由此，假设H1得到支持。

其次，分别以心理授权、领导—成员交换为单一

中介变量建立模型 2 和模型 3，结果显示，拟合效果

良 好（模型 2：χ2/df＝2.98＜3，CFI=0.92，TLI=0.91，

RMSEA=0.077，SRMR=0.056；模型 3：χ2/df＝2.56<3，

CFI=0.93，TLI=0.92，RMSEA=0.073，SRMR=0.052）。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2000次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心理授权的中介效应

为0.183，95%CI[0.0175，0.2951]，不包括0，假设H2得

到验证支持；领导—成员交换的中介效应为 0.258，

95%CI［0.0567，0.3740］，不包括0，假设H3得到支持。

接着，建立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检验。本研究先

建立基准模型（模型 4），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较好，然

而授权型领导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直接路径系数

并不显著，因而删除了这条路径，并形成了一个选择

模型（模型 5）。与基准模型（模型 4）的拟合指数相

比，选择模型（模型 5）的拟合程度没有明显变化

(Δχ2=0.05，p>0.05)，这表明 2 个模型的拟合水平差

异不显著。本研究接受更为精简的模型，最终选择

路径较少的选择模型作为最佳匹配模型（在该模型

变量

1.性别

2.学历

3.工作职位

4 .工作年限

5.授权型领导

6.心理授权

7.领导—成员交换

8.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均值

1.586

3.379

1.687

2.663

3.514

3.641

3.361

2.910

标准差

0.494

0.693

1.039

0.954

0.832

0.751

0.883

0.919

1

-0.290

-0.106

-0.117

-0.060

-0.076

-0.018

-0.059

2

0.104

0.004

0.084

0.063

0.085

0.021

3

0.271**

0.169*

0.337**

0.140*

0.121

4

0.129

0.145*

0.108

0.040

5

（0.916）

0.665**

0.672**

0.276**

6

（0.879）

0.676**

0.319**

7

（0.914）

0.362**

8

（0.84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里的数据为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下同

表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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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χ2/df=2.92<3，CFI=0.93，TLI=0.92，RMSEA=0.075，

SRMR=0.056）。在模型3中，除了心理授权到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的路径系数的 95%CI 包含 0 值外，其余

的路径系数均显著，各项系数的标准化解如图 2

所示。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

样2000次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链式

中介效应为 0.077，95%CI［0.0170，0.1421］，效应量

24.84%，不包括 0，表明心理授权和领导—成员交换

在授权型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具有完全链

式中介作用。在链式作用中，还有两条中介路径：授

权型领导→心理授权→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授权型

领导→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心理

授权在授权型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单独

中介效应为 0.086，95% 的置信区间为［-0.0530，

0.2009］，包括0，中介效应不显著；领导—成员交换在

授权型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的单独中介

效应为0.110，95%的置信区间为［0.0161，0.2319］，不

包括 0，中介效应显著（见表 3和图 2）。总间接效应

即总中介效应值为3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即

0.273；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总中介效应值之和，即

0.310。效果量为各中介效应值除以总效应，3条中介

路 径 Ind1、Ind2、Ind3 的 效 果 量 分 别 是 24.84% 、

27.74%（不显著）、35.48%，总中介效果量为88.06%。

4 结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使用来自创新型企业的样本验证了授权

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

心理授权和领导—成员交换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

用。实证结果表明：一是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正相关；二是授权型领导能通过心理授

权的中介作用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正向影

响；三是授权型领导能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四是在授权型领

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

中，领导—成员交换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而心理授

权的单独中介作用失去了显著性，而是需要通过领

导—成员交换这一路径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

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4.2 理论贡献

在授权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存在2种研究路径[19]，

一种是关系路径，强调双方关系中权力的分享，其核

心思想在于给予员工一定自主权，提高员工参与度；

而另一种是动机路径，该派研究者侧重员工的授权

图2 链式中介结构方程作用路径图

心理授权

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授权型领导

领导成员交换

0.
75

5
**

*

0.356
**

0.178

0.374***

0.284 *

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总效应

中介路径

授权型领导→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Ind1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Ind2授权型领导→心理授权→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Ind3授权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效应值

0.037

0.077

0.086

0.110

0.273

0.310

Bias corrected 95%CI

CI=［-0.0856，0.2147］

CI=［0.0170，0.1421］

CI=［-0.0530，0.2009］

CI=［0.0161，0.2319］

CI=［0.0318，0.4641］

效果量

11.94%

24.84%

27.74%

35.48%

88.06%

表3 链式中介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116



第06期 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体验或对授权的反应，其核心思想在于提高员工对

授权的心理认知从而激发其内在动机水平。本研究

整合授权的2个研究路径，首次揭示了授权型领导与

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拓展了授权型理论

的研究范围和授权型领导的作用对象，进一步验证

了授权型领导的“阴暗面”[21]。再就是从授权认知

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心理授权对个体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的正向影响，深化了 lee 等学者的研究模型和

理论[37-38]。

其次，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利他性和不道德

性的双重属性，其产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为此，本

研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同时选取

了理论的核心变量，严谨地阐述和检验了以心理授

权、领导—成员交换为并行和连续中介的授权型领

导的道德风险机制，揭示了授权型领导影响员工亲

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复合式多重中介历程，更贴近企

业的现实经营环境。这一传导机制遵循了授权刺

激—授权感知—心理反应—行为意愿这一认知过

程，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了授权型领导影响员工亲

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心理过程，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

环节都将降低该模型的解释力度。

最后，本研究启用自我决定理论，探究心里授权

的中介作用，突破了自我决定理论在积极组织管理

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揭开了自我决定理论的“消极

面”[23]。另外，心理授权在授权型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

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但当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加

入模型后，心理授权的单独中介作用不再显著，而是

完全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发挥影响，这进一步验

证了积极互惠是员工做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键

驱动因素，巩固了社会交换理论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

研究中的重要位置。由此可知心理授权在授权型领

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起到了作用，但其作

用的发挥应该主要还是通过积极互惠的心理感受来

实现，即领导—成员交换比心理授权能更好地正向预

测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研究成果更有理论价值。

4.3 管理启示

首先，该研究结果解答了本文提出的管理困惑，

当领导将权力授予员工之后，可能存在一定的道德

风险。因此，组织和领导需要意识到将权力下放给

员工，并不能放任不管，而是需要把权力下放进一步

规范化，建立一套预防、问责、消除机制，使得员工更

好地使用权利。具体而言，领导在分享权力时，需要

做好前期指导工作，并在日常工作中对下属的工作

进行辅助并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引导员

工在一定的权限范围内更好地使用权力，独立自主

开展工作，避免员工因自我决定感偏差、盲目自信等

问题而做出不当的角色外行为。

再者，企业应树立领导的道德榜样，营造组织道

德氛围。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员工在工

作中经常面临着变革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在创新型

企业中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管理者的领导能

力和素养更加重要，只有领导以身作则，发挥道德榜

样的激励作用，增进员工的道德准则，才能提升组织

的长期有效性，并带领团队脱颖而出。

还需注意的是，社会交换本质就是一种基于好

的行为会在将来某一时刻得到回报的信任[34]。因此，

领导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要注重公平性，对关系亲近

及授权感知较高的员工要着重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

性。在实际培训工作中对其强调职业道德的重要

性，将职业道德作为组织成员考核的附加项，为员工

道德操守建设提供更多的精神奖励以及营造一种遵

守社会规范的伦理氛围等，使员工形成一种道德信

念，让员工在遭遇道德的两难困境时能够秉持基本

的道德准则，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以及肩负社会责

任的道德决策。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虽然得出了一些有启示意

义的结论，但在以下方面仍存在局限：第一，由于Um-

phress等的问卷使用自我报告的形式[3]，最终测量的

是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意图，而不是真正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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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加上社会赞许性效应的影响，问卷的有效性

受到一定影响，未来仍然需要结合我国文化背景进

行进一步修订或者辅助使用情境测试法。第二，由

于样本数量的限制，实证检验的统计效力存在局限

性，未来的研究可扩大样本容量以提升统计效力，从

而得到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且样本的选取仅限于

东部沿海部地区的创新型企业，对于其他地区企业

和不同类型企业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三，

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这一过程可

能会受到情境的制约或个体差异的影响。本文仅考

虑授权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之间的中介因

素，未来续研究还应考虑授权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影响过程的边界条件（如组织伦理氛围

与个体道德认同），将中介与调节因素一并纳入研究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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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o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Employees: A Chain Mediating Model

XU Lin, WANG Jigan, FAN Chuanhao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we evaluated the response of the

empowering leadership to the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employees, and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 and bootstrap were used to test 366 individual valid sample data from 8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mpowering leadership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employees,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m. Moreov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der member exchange was higher tha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Key words: empowering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leader-member exchange; unethical pro-organiza-

tion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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